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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邸报①读者特点及其影响

魏海岩 徐一铭 云浩桐

摘 要：宋代邸报读者大体上可分为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 基本读者拥有固定衙司

和具体差遣,拥有法定的邸报接收、阅读权,具体包括中央各部门和路、州、县、镇等地方各

衙司的在职官员。 扩散型读者是借助工作之便或依靠人际关系而获得邸报阅读机会,具体

包括部分致仕官员、官员亲属、吏胥、在野知识分子等。 没有被剥夺差遣的犯官属于基本读

者,已经被剥夺差遣的犯官属于扩散型读者。 宋代邸报读者群体的数量是相对庞大的,涵
盖了当时主要的政治、文化精英。 在此方面,宋代不仅令唐、五代难以望其项背,也足令元、
明、清无法与其媲美。 宋代邸报读者群数量的庞大和消费能力的稳定性成为小报诞生、发
展的促成因素,而其阶层特点又成为当时舆论监督效果提升的保障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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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群体规模和涵盖阶层是衡量报刊传播力乃至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此为古今一理。 在去

大众传播时代较远的古代社会,尚不及考虑“窄播”或“读者定位”等问题的情况下,这两种指标就显

得尤为重要。 宋代是中国专制时代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高峰时期,呈现出官私报刊并蒂争艳的局

面。 特别是官报,已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1] 邸报以其出版历史最久、持续时间最长等特点,为
官报的典型代表。 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缺少关于邸报传播范围准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后世学

者只能以相对模糊的语言大致勾勒出宋代邸报的读者分布和涵盖阶层。
较早注意邸报读者范围问题的是林语堂先生。 林氏在总结宋代新闻事业的不足之处时,尖锐地

指出邸报读者范围仅限于缙绅阶层而没有涵盖普通百姓。[2] 时下关于宋代邸报读者群的观点主要有

四：第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宋代邸报读者群涵盖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广大士大夫

知识分子。[3] 第二种观点认为,宋代邸报读者只包括部分特定的官吏。[4] 第三种观点认为,邸报只是

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包括各级政府官吏、封建士大夫和地方豪绅,不包括一般庶民百

姓。[5] 第四种观点聚焦于基本群体,士大夫[6] 或文人士大夫[7] 是邸报的主要读者。
上述诸种观点,前三种立足于全面概括,后一种观点立足于突出重点,皆有可资借鉴之处。
可是,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在论述其他学术问题之时顺带提及宋代邸报读者群,因此以上观

点的获得缺少详细的考证或逻辑推导过程,从而造成学界对此问题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本研究通过对《四库全书》等文献中涉及宋代邸报读者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将上述概括性结论

进行精确化、细致化的处理,以期完善对宋代邸报读者群的科学认识。

一、基本读者

宋代最高统治集团鼓励邸报发行,其目的是希望通过邸报传递赏功罚罪等方面的信息,对于整

①宋代官报的名称有进奏院报、报状、邸报、朝报等多种。 进奏院报、报状前代比较常用,而邸报、朝报之称宋朝较为常用。 朝报
后来又常用于指代小报,因此本研究中就以邸报指代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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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官僚群体形成一种劝诫效应,是故赋予官员邸报接收、阅读之权早就作为一种祖宗家法被固定下

来。 也就是说,邸报的基本读者是官员。 至于在权力系统中的报送范围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宋人所

说的涵盖“诸路州军监司及在京官司” [8] 官员这一范围是否准确,还有待本文进一步考证。
(一)中央各级官员

邸报的原始雏形是唐代进奏院报状。 唐代报状是由各方镇、直属州派驻京师进奏院发行的,直
接服务对象是其长官。 宋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唐、五代藩镇权力过大、挑战中央的覆

辙,实行废藩置州。 与此同时,朝廷将原有各地进奏院一次性罢废,成立权属中央的都进奏院。 进奏

院隶属权的转变,使其发行邸报的服务对象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中央各机构的官员被囊括在内。 如

表 1 所示,阅读邸报的中央官员中既有位高权重的宰执、以清贵著称的两制官,又有史官系统的起郎

官、服务于皇帝的讲读官、职微言轻的教育系统学官等等。

表 1 在京官员阅读邸报示例表

示例 读者任职情况

至道三年(997 年)七月丙寅条,田锡上疏曰：臣亦窃见报状,延州路祗候、冬官正杨

文镒奏称其月是戌月,又是戌日未时,自北上来。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
田锡时任 吏 部 郎 中、 直 集

贤院。

元丰八年(1085 年) ,苏轼《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一状》 ：“兼窃睹邸报,臣弟辙已除尚

书右丞。” ( 《苏东坡全集》卷六十八)
苏轼时任翰林学士承旨。

元祐六年(1091 年)五月戊辰条,宰臣吕大防奏：“臣今取到进奏院报,委有撰造文

字,谨具缴奏,望下有司根治。”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八)
吕大防时任尚书左仆射兼

门下侍郎吕大防。

钦宗时期,胡安国奏曰：然观邸报,袁植以乞诛朱琳等而出守偏州。 ( 《历代名臣奏

议》卷一百四十一)
胡安国时任起居郎。

淳熙四年(1177 年)七月丙寅条,史浩奏：“恭睹邸报臣僚论科场之弊,得旨申严行

之。” (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
史浩时任少保、观文殿大学

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史浩。

淳熙九年(1182 年) ,陆九渊《与陈倅》 ：近来惟是台纲稍振,班行颇亦肃清,邸报中可

以得之。 ( 《象山集》卷七)
陆九渊时 任 执 事 官、 国 子

监正。

嘉定元年(1208 年) ,真徳秀《乞将新知宁国府陈广寿寝罢新命状》 ：臣伏覩进奏院

报,陈广寿差知宁国府,寻复有旨趣令之任。 (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四)
真徳秀时任太学博士。

端平中,袁甫奏：昨日见邸报,闽浙四郡守皆以价高迁秩。 ( 《历代名臣奏议卷》卷一

百五十)
袁甫时任中书舍人。

咸淳三年(1267 年) ,刘黻上《论内降恩泽》 ：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

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 《历代名臣奏议卷》卷一百九十八)
刘黻时任监察御史。

  

当时的邸报大都是以各个衙司为单位传送的。 例如,靖康二年(1127 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于

南京继承皇位以延宋祚。 同月初五,朝廷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邓肃马上寄简李纲

云：“比部邸报,窃闻入参大政。” [9] 比部司,隶属于刑部,北宋前期无职事,元丰官制改革后,掌管会

计审核账籍等。 比部邸报就是送达比部司的官报。 以个衙司为单位传送邸报,就意味着同一衙司的

官员都有权、有机会阅读邸报。 南北宋时期同一机构的官员同观邸报,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元祐初

年,担任馆职的张文潜、晁无咎等同“阅朝报” [10] ,南宋时期,“朝士同观报状” [11] 。
(二)地方官员

据说宋代邸报的发行可以遍及“诸路州军监司” ,从而实现朝廷颁下的命令、已经确定的差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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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于四方” 。[12] 甚至有宋人在描述邸报的发行广泛程度时,采用“虽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户

晓” [13] 之语。
古人在记录一件事务之有无、判定其是非时,往往有相当高的准确度,历代不乏太史简、董狐笔,

但若论描摹状物,言辞之间,有所夸张,虽良史亦不可免。 因此,邸报在地方发行广度究竟是怎样的

一种情形,还需要研究者做一番细致的文献检索和考证工作。
1. 地方各级衙署长官

总体而言,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县三级,分别设路使、知州、知县及相应的副贰为

长官。
(1)路级长官及其他。 宋代虽然把唐五代以来的藩镇制度废除了,但为了便利地解决地方赋税、

刑狱、监察等问题,还是要在州之上设置一定数量的路。 为避免路级长官势力坐大,宋王朝统治者在

建立路级行政区划的同时,通过分别设司来拆分路权。 路级诸司失去了唐五代藩镇在京派驻进奏

院、制作发行官报的权力,只拥有邸报接收、阅读的权利。 例如：
仁宗朝,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期间,“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 [14] 转运使司又称

漕司,主要职能是主管一路财政,由转运使统管。 若如河北等事务烦巨的路,则设都转运使。
南宋绍兴年间,宋金和议完成,直秘阁、湖南提刑辛次膺“观邸报” ,发现“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

和好” 。[15] 湖南路为荆湖南路简称,提刑为提点刑狱公事简称。 提点刑狱公事为诸路提刑司的官长,
主要负责一路案件审理和按劾违法官吏。

魏了翁《应诏封事》 ：“今月十七日,进奏院印书状报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御笔节文,内外大小之

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尽言无隐。” [16] 魏了翁绍定六年(1233 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潼川

路安抚使兼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 年)九月,有诏令除魏了翁权礼部尚书、入对奏事。 该上书应作

于端平元年初,是故了翁应在潼川路安抚使任上。 安抚使司主要掌管一路兵民之事,故又称帅司,其
主管官员为安抚使。

除了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等常设路级官衙以外,宋朝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新创

或短暂设置一些路级管理机构。 例如,绍兴二年(1132 年) ,南宋政府设置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司,执
掌盐茶等事,五年提举常平司并入其中,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主之。 他们的长官也似常规的路

级长官那样享有邸报接收、阅读权。 例如：南宋绍兴年间,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洪适《奏旱灾札子》
曰：“臣比读邸报,伏见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侧身祷祈,屏彻荤味” 。[17]

除了以上路级衙司之外,宋代还有一些官司设置打破路的区域限制。 如宣抚使,北宋时期设置,
其职能最初只是宣传诏命、安抚军民,逐渐过渡到统兵征伐、安定内外等,可以管辖一路或多路,起初

没有固定治所,事罢即撤,以后宣抚使设司置僚,并且他们的长官权限仿路级长官但有所扩大,自然

也有权接收、阅读邸报。 例如：绍兴二年(1132 年)二月八日,李纲被任命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

潭州,八月十一日到任交割职事。 随即他给丞相秦桧写信,中有“近见邸报,纷纷此固士夫之所预料”
诸语。[18]

(2)州级长官。 早在都进奏院成立前,各直属中央的州(府、军、监)都在京设有进奏官负责官报

发送。 都进奏院成立后,进奏官还是按照州来划定邸报放送工作的范围,以至于一直保持着诸州进

奏院、诸州邸吏、诸州进奏官等称呼。 甚至有些时候,常常用邸报发外郡(郡,州之古称,在宋州之为

异称) 、发至诸州指代官报由京师邮递全国各级地方政府。 例如,绍熙五年(1194 年) ,朝廷除授一名

官员为中书令。 可是,有官员上书反映,此官长久以来都不委任,“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 [19]

知州作为州一级长官,自然有资格接收、阅读邸报,同样属于长官之列的、作为知州副手的通判,
也享有同样的权力。

靖康初年,令 通判鄂州,“邸吏报伪楚遣使肆赦,守将欲遁去。” [20]

绍兴癸酉年(1153 年) ,何兑“倅辰阳,忽见邸报” 。[21] 倅,为通判的简称。 倅辰阳意为担任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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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通判。
南宋的黃震在任州通判期间,记载通判厅的日常开销中有“邸报承受” 。[22]

(3)县级长官。 宋代州级行政区划的下级是县,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 根据“进奏院逐旬发外

州军报状”诸语[23] ,似乎读者范围应该不包括县级官员。 但是,史实却不支持上述假设。
欧阳修《与梅圣俞》 ：“前者见邸报,有襄城之命,乃知当与谢公偕行。” [24]

梅圣俞即梅尧臣,谢公即谢希深。 宝元二年(1039 年)二月,尧臣被任命为襄城知县,希深出守

邓州。 宝元元年(1038 年)欧阳修任乾德任县令,第二年六月,权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故知欧阳

修见梅氏知襄城县消息的邸报,应在乾德县任上。
建炎三年(1129 年) ,胡寅(1098—1156 年)因触怒吕颐浩而被贬出朝。 绍兴四年(1234 年) ,胡

寅在寓居南岳时接到起居郎的任命。 在极不情愿的心态下,胡寅一边递交辞状,一边上路赶赴临安。
“至潭州醴陵县,据进奏官报” ,他获悉殿中侍御史常同除授起居郎,而自己另行差遣。[25] 胡寅作为一

名赴任途中的官员在醴陵县看到邸报,再次说明邸报要下发到县级政府。
尽管宋代的县就是国家行政区划的末梢神经,但还是在县之下的某些居民稠密、交通重要、经济

发达的地方设镇,在某些地理位置重要的地方设寨。 镇司的长官称监镇,寨的长官是知寨,二者皆属

国家官员。 他们也有资格接受和阅读邸报。
宋徽宗大观年间,南京教授孙叔易“差作试官,回次朱仙镇,阅读邸” ,知道吴储、吴侔因谋反而被

杀。 “坐中监镇使臣”说他年轻的时候吴储、吴侔二人的祖父吴充怎样误国害邦,“此盖天报” 。[26] 此

例说明镇司有邸报供应,寨与镇平级,故寨司也应有邸报供应。
总之,宋代邸报不仅发行到“诸路州军监司” ,还发行至县。 宋代地方各级公署长官是一个群体

概念。 例如,宣抚司的长官包括宣抚使、副使、判官,转运司的长官包括转运使、副使、判官,州级长官

包括知州和通判,县级长官包括知县和县丞。 根据州通判和知州一样有权经常性接收、阅读邸报,可
以推知副使、县丞等也和路使、知县一样有相应的权利。

2. 地方各级衙署属官与幕僚

地方各级公署除了长官之外,还有属官或幕僚,如诸路转运司有管勾文字、勾当公事、管勾帐司

等,宣抚司、制置司有承受文字、参议官、总领钱粮、节制军马、准备差遣,各州有判官、推官、录事、司
理、司户、司法参军等,各县有主簿、县尉等。 大量的史料中记载了从北宋至南宋,各级衙司属官与幕

僚阅读邸报的行为。
范仲淹于至道二年(1033 年)四月被召赴阙,接受谏职。 欧阳修在写给他的信中称“前月中得进

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 。[27] 据欧阳修年谱,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及第,五月被

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 年)始任满。 因此,此书当作于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内。
宝元元年(1038 年) ,石介任嘉州军事判官,阅读邸报获知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28]

嘉祐三年(1058 年) ,韩琦被委任为集贤相。 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在《上韩相书》中称他是“一日

获邸吏之报”才知道“天子命阁下为丞相” 。[29]

判官、推官的职事为佐理长官处理州务,掌管受发符移,分案治事。
元丰八年(1085 年)六月,明道先生程颢病逝。 他的弟子徐州司法参军杨时在所作的《哀明道先

生》中称自己通过发送到徐州的邸报获知这一噩耗。[30] 司法参军,掌管一州检定法律。
绍熙三年(1192 年) ,孙应时应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之邀入其制幕,期间寄信给他的老师陆九

渊,中有“本欲少定专状,而邸报黄荆门已授节计”之语。[31]

开禧二年(1206 年) ,南宋出兵北伐。 岳珂任镇江府监仓,参与了粮草后勤供应工作。 他从前线

回来后,“得邸状” ,获悉李汝翼、郭倬两将官谪湘、湖。[32]

因此,身在官衙工作的幕职官、诸曹官也有机会阅读邸报。 但是,只是“顺便而已” ,依据他们的

级别和工作性质不会有专门的邸报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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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官员

(1)祠禄官。 祠禄官制度滥觞于唐代,为北宋真宗所承继,经后代帝王不断发展和完善,终于形

成一套颇具时代特色的官制。 祠禄官有两个系统,即在京宫观的内祠差遣和在地方州府宫观岳庙的

外祠差遣,包括宫观使、判官、都监、提举、提点、主管、庙监等,其数量在北宋末开始膨胀,徽宗时期激

增,南宋前期至冗滥。[33] 孝宗朝,堂除加上部阙祠禄官员额竟达有一千八百之巨。[34] 祠禄官的设置原

因是多方面的,有优待老臣、安置政见分歧者、奖励有功之人、罢黜违法违规者(下文犯官就不再特殊

提及) 。 该官职的特点虽无具体职事,但不算致仕,可享有俸禄等在职官员的待遇。 获赠、观阅邸报

是在职官员应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祠禄官是否被排除在外?
熙宁九年(1076 年) ,王安石罢相出判江宁府,不久即自请六月罢判江宁府为集禧观使。 元丰元

年(1078 年)至于元丰八年(1085 年)初为会灵观使。
元丰六年(1083 年) ,鲁国大长公主亡故,七月乙卯,朝廷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庙,十

一月二日,朝廷上仁宗徽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号为体乾膺历

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 王安石都是从进奏院报状(邸报)中获知上述消息的。[35]

王安石两度拜相,即便罢相之后仍然深得神宗皇帝尊敬,他的经历是否殊礼恩遇,不能视为一般

现象?
如下表所示,奉祠官员多能读到邸报。 其中,陆九渊在奉祠前只担任过宁府崇安县主簿、国子监

正、编修敕令所删定官等官职,刘克庄首次奉祠以前,只担任过建阳县知县、潮州通判等官职。 可见,
并非之前曾任高官的奉祠官员才有阅读邸报之权。

表 2 在奉祠官员阅读邸报示例表

示例 读者任职情况

绍兴四年(1134 年) ,李纲《与赵相公别幅》 ：比见邸报,伪齐挟金骑侵扰淮甸,车驾决策亲

征。 ( 《全宋文》卷三七三七)
绍兴四年(1134 年) ,李纲《与宰相论捍贼劄子》 ：某伏覩进奏院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
探报敌人窥伺承、楚,如別有警急,当亲总六师以临大江。 ( 《全宋文》卷三七二三)

李纲时任提举西京

崇福宫。

隆兴元年(1163 年) ,史浩《论降诏视师劄子》 ：臣归乡无屋可居,旅泊山寺,谢绝宾客,罕闻

朝政。 前日忽传邸报,六月十四日,陛下降罪已之诏,臣伏读流涕。 ( 《鄮峰真隐漫录》 )
史浩时奉祠。

乾道元年(1165 年) ,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卷三：邸报：十一月四日行朝大雷电以雨,五日降

诏责大臣。 ( 《文忠集》 )
周必大时任主管台

州崇道观。

乾道六年(1170 年) ,汪应辰《与李运使书》 ：垦田之议,顷于邸报中见之,颇讶其首尾不贯

穿,今得见全文,甚幸。 ( 《全宋文》卷四七七○)
汪应辰时任提举江

州太平兴国宫。

淳熙十五年(1188 年) ,陆九渊《与朱元晦二》 ：比阅邸报,窃知召命不容辞免,莫须更一出

否? ( 《象山集》 )
陆九渊时任主管台

州崇道观。

绍定六年(1233 年) ,刘克庄《与郑丞相》 ：昔有所谓快活朝报,于今见之,天下幸甚。 ( 《刘克

庄集笺校》卷一二九)
刘克庄时任主管仙

都观,于莆田家居。

嘉熙元年(1237 年) ,刘克庄作《读邸报二首》 。 (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
刘克庄时任主管云

台观。

  
祠官无须到固定的官司任职,通常是选择回归故里或寓居他乡。 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定期、无偿

接收邸报的服务。 文中所举例子中的人物,大概仰仗自己的地位(某些祠官资深位显,将来极有可能

重新获得朝廷重用,对于地方官来说令其生活满意,对自己未来的仕途也许有帮助)或依靠与在职官

员的私人关系,才得到当地政府免费提供邸报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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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暂离衙署的官员。 官员不能寸步不离始终守在官署,也有因公而暂离办公地点的时候。 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机会阅读邸报。
宣和元年(1119 年)六月,起居郎李纲被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宣和二年(1120 年) 十月,李纲

复本等差遣北归。 宣和三年(1121 年)正月,北归途中的李纲见邸报。[36]

绍兴十一年(1141 年) ,礼部侍郎郑刚中被任命为川陕宣谕使,出使川陕地区,“至江鄂间” “见邸

报” 。[37]

嘉定七年(1214 年)三月,朝廷任命四川制置大使安丙为同知枢密院事。 六月癸丑,安丙自四川

广安出发往临安赴任。 八月癸丑,安丙“行至广德军,得邸报” ,获知朝廷又改任他为观文殿学士、知
潭州。[38]

除了因公外出,因私事外出的官员之于邸报阅读也如因公外出的官员一样。
王安石《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 ：“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 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 众喜

夔龙盛,予虞绛灌忄佥。 太平讵可致,天意慎猜嫌。” [39]

庆历三年(1043 年) ,仁宗欲更易祖宗陈法、树立新政,三月罢免老迈多病的宰相吕夷简,任命王

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为谏官,四月以杜衍为枢密使,召韩琦、范仲淹赴京任副使,此举令沉寂许久的

政坛刮起维新的清风。 诗中表现的内容就是王安石通过邸报获知这一消息后内心的感受。
庆历二年(1042 年) ,王安石至扬州任签书淮南判官,第二年三月,离开扬州赴临川省亲,五月抵

乡。 镇南就是唐代镇南军,治所在洪州,辖境范围大约在今江西省。 因此,王安石是在途中阅读邸

报的。
考虑到递送邸报人员无法确定外出官员的行踪,自然不会追踪发送。 因此,外出官员只是借助

自己的身份,在驻足处借阅官报。

二、扩散型读者

邸报传达的基本读者是官僚群体,但是除了边境等特殊地区之外,邸报却不等于保密文件,是可

以向官僚以外的群体传阅或由官员将其中的信息对外传播。
(一)致仕官员

古人讲求名正言顺,既然官员已经致仕身退,把政事归还给皇帝,也就不适合继续享受在职期间

的权利,其中无偿接收邸报似乎也在其中。 大量史料也证明此种推论。
刘宰,绍熙元年(1190 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江宁尉、真州法曹、泰兴令、浙东仓司干官、监南岳庙

等职。 嘉定元年(1208 年) ,刘宰拒绝出仕,隐退乡间。 某日,刘宰“过里中一士夫家,见旧邸报一沓,
借归读之” 。[40] 根据刘宰不因邸报“旧”而弃之,反倒通过借的形式得到,证明致仕官员无权享受免费

邸报。
诗人刘克庄于景定五年(1264 年)致仕还乡。 咸淳三年(1267 年) ,故相赵葵逝世,朝廷赠其谥

号忠靖。 刘克庄慨叹“田舍无邸报” ,致使他无法弄清朝廷何故赠其这一谥号。[41]

但是,也有个别例子“不支持”以上的推论。
庆元四年(1198 年) ,杨万里致仕,于吉水县家中闲居,但他仍能不时读到邸报。 嘉泰元年(1201

年) ,俞澂赴召的消息,杨万里就是通过邸报获得。[42] 由于对专权的韩侂胄的施政举措不满,杨万里

忧愤成疾。 家人怕加重他的忧国之思,“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 [43] 由此观之,似乎杨万里之

于邸报,并非罕窥,而是能经常接触。
与前面的例子相对照,杨万里的情况可能是一种特例。 第一,杨万里与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的

休致官员不同,而是身虽退心却系于朝,他最终也是因忧国而死。 邸报是专门传播国家政治新闻的

媒介,万里始终对其保持阅读的欲望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杨万里致仕后,朝廷对其恩遇不断,庆元

六年(1200 年) ,晋爵吉水县伯,嘉泰三年(1203 年)进宝谟阁直学士,嘉泰四年(1204 年)晋爵庐陵

·311·魏海岩 等：宋代邸报读者特点及其影响

ChaoXing



郡开国侯,开禧二年(1206 年) 召赴行在所,升宝谟阁学士。 特别是开禧元年(1205 年) ,皇帝特降

诏,命万里赴行在所。 朝廷的礼遇有加,使本地州县长官固然不敢对其小觑。 综合以上两点,杨万里

乞骸骨后,似乎有向地方长官乞求邸报的可能,而州县长官也完全有可能答应他的要求。 当然,这只

是个学术推测。
总之,大部分致仕人员是无权免费获赠邸报的,少数人极有可能是通过人际关系等非官方渠道,

得到阅读邸报的机会。
(二)吏人

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正月十二日,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邸报经常刊载“灾异之事” ,
“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扇惑” 。[44]

说明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国内“逆党” 、敌国细作都可以成为邸报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者。
此处应特别注意“吏” 。 古人话语中时常“官” “吏” 并举或连用,实则“官” “吏” 的身份差别甚

大。 宋代官员是专指那些经过朝廷任命,有一定的品级和俸禄等政府工作人员,而公吏则没有品级、
职务,通常也没有俸禄的官府办事人员。 两宋统治者都尊官而抑吏,在官场中公吏也遭到官员的鄙

视,但这不等于吏人在政坛上的作用就很小。 真实的情况是官员在实际主事的过程中非常倚重吏

胥。 首先凭借官员自己的力量确实不足以处理大量公事。 其次,多数官员在步入仕途以前,往往醉

心于读书考取功名,缺少处理实际事务的历练,即便日后增长了阅历,他们也片刻不能离开公吏。 宋

代统治者通过缩短任期、频繁调动的方式来防止官员长期在一地一职任期久了滋生出腐败等问题。
加之宋代政策、法律变动频繁,这样就造成官员没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所负责领域的实际情况和法规

准则。 与之相反,吏人多来自民间,较早接触社会,便于熟悉本部门的官场交际关系、本地的民情乡

俗,而且吏人任期不受限制,更有甚者还可以父子相继,从而给予他们充分了解部门办事流程、规章

制度的可能性。 故而,官僚集团把公文收发、文书抄写、处理案件、催缴赋税、追凶捕盗、运送官物、造
册记账等任务交给吏胥集团来处理。 吏胥为保障本职工作顺利进行、为长官出谋划策等需要,必须

时刻注意阅读邸报中的政治新闻。 因此,虽然公吏无权阅读邸报,但事实上他们借公务之便也好,得
到官员默许也罢,阅读邸报并传播其中的信息,也是司空见惯的,并非属于部分“赃吏”的特有行为。

(三)未入仕的知识分子(以下简称知识分子)
游士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他们的身影。 宋代的游士阶层指的是为了提高学

问、文学造诣或谋求仕途,抑或纯粹是为了衣食之需,而以自己的学识、技能游走于权贵之门或江湖

之间的文化人。 他们结交官宦,获得阅读邸报或知晓其中新闻的机会。 例如：
景德元年(1004 年) ,张咏任益州知州时,某日“阅邸报” ,忽然一再地说可惜,“门人李畋请问

之” 。 张咏以实相告。[45]

史载,李畋是蜀中有学行之士,然受当地民风影响不乐仕宦。 张咏知益州时,招致门下,对其进

行劝勉,日后才登科及第。 这说明李畋获知张咏转述的邸报内容时,还是一介布衣。
郑刚中( 1088—1154 年) 于宣和四年 ( 1122 年) ,以布衣身份游历衢州, “ 梅蕲州座上读邸

报” 。[46]

南宋庚戌年进士黄华父,早年游学京师,采集时事,“所抄邸状甚整。” [47]

贡举考试是宋人入仕的主要渠道,其中尤以进士科为贵。 通过进士科考试的考生称进士及第,
再经吏部关试合格后,方可释褐授官,否则仍是属百姓行列。

陈文蔚早年曾中进士,但拒绝出仕。 淳照十年(1184 年) ,他成为朱熹门生,自此以后,以聚众讲

学为业,直至终老。 绍熙五年(1194) ,陈文蔚“近于邸报中得知”朱熹第二次蒙皇帝召见。[48]

宝祐四年(1256 年)五月初八,年仅二十一岁的文天祥进士及第,二十八日其父染病身故于临安,六
月初一文天祥护送父亲灵柩返乡,从此开始居家守制。 此间,文天祥“闭门山中,传来邸报”。[49]

在职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赠阅官报资格。 因此,陈文蔚、文天祥获阅邸报很可能是借助他进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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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获得进士,就意味着成为候补官员)和与当地官员的私交。
(四)官员亲属

官员亲属虽然不在官籍,但由于与官员生活在一起或经常联系,不免有机会见到邸报或接触到

其中承载的信息。
元丰七年(1084 年) ,苏轼奉诏令移汝州,仍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元丰八年,苏轼移官汝州,

途中上表请求常州居住,“见邸报,已许” ,于是写信给在汴梁参加秋试的侄儿千之,把这一消息告

诉他。[50]

开禧三年(1207 年) ,楼钥“挂衣冠” ,朝廷任命他提举太平兴国宫,回到自己故乡明州鄞县,卧病

在家,“郡以邸报来,使儿辈诵之。” [51]

三、犯官

宋代虽然优待官员,坚持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官僚集团的管理,而是建立了

一套严密的处罚法令。 犯官接受的处罚方式不同,导致他们的身份、地位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这
种变化进而会影响其邸报的接收、阅读权方面的差别。

淳化二年(991 年)九月,知制诰兼判大理寺事王禹偁因为官员徐铉洗雪谤诬一事,被解除知制

诰职务,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王禹偁担任商州团练副使之日,与故团练使翟守素“同看报状,见李继

迁进奉事” 。[52]

元丰三年(1080 年)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在黄州期间,苏轼

“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 [53]

责授,是降职使用,正当的职权被剥夺,不得签书公事。 王禹偁、苏轼只是降职使用,因此,他们

有权在官厅经常性接触邸报、阅读邸报。
可是,对于那些“罪行”重大、处罚较重的官员就未必如此。 例如：
程俱,钦宗靖康元年(1126 年) ,被朝廷当权者斥为蔡攸同党,受到“追五官、勒停”的处罚以后,

寓居镇江府。[54] 在镇江期间,程俱曾作书曰：“窃见本府朝报,中有臣僚上言” 。[55]

宋代实行官与执掌分离的官制,官指的是本官,用以定品位、明俸禄,差遣才是表明具体的权力

范围。 “追官勒停”即追回一定官资,勒停即停止现有差遣。
程俱既然停止差遣,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在职官员接收邸报的权利。 信中的“窃”字既是自谦也是

写实,说明程俱只是机缘许可的情况下,才得以偶尔阅读邸报。
绍兴二年(1132 年) ,知临安府孙觌突然遭到象州羁管的处罚。 事后,孙觌在《上皇帝书二》中追

忆当年被遣赴象州途中“行次衢州,偶见朝报” ,才知道自己突然获罪是因为贪污受贿价值达到一千

八百贯钱的金银、木植、纸札、经文等物。[56] 此处所说朝报应该指的官报而不是小报,否则,罪臣给皇

帝的上书中竟然以非法小报上登载的信息为依据是极不严肃的。
羁管,是将罪犯押解到指定的州,活动范围限于于州治所,在当地官府监督下生活的一种处罚方

式。 判处羁管的官员,做官的名籍被除去,成为百姓。 孙觌所受处罚较重,当然被剥夺了免费接收邸

报的权利。 可是,并没有被剥夺阅读邸报的权利。
总之,对那些虽有过犯但仍有差遣的官员,由于他们有工作的署衙存在,似乎邸报的接收权和阅

读权都得以保留,而对于失掉差遣只保留官品或二者皆失的人员,就只有邸报的阅读权。

四、结论

宋代最高统治集团支持邸报发行的初衷是希望中央的政策法规、人事变动等信息迅速传遍整个

官僚系统的每个角落,以督促、劝勉全体官员。 在造纸、印刷术和交通驿递都很发达的时代来说,这
一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因此,邸报的基本读者群可以遍及在京百司的官员和路、州、县各级机构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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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而不是像朱传誉先生所判断的那样只是特定的官员。
基本读者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具体差遣,能定期接受邸报,所以这部分读者拥有经常性的阅

读邸报的权利和机会。 那么,宋代邸报基本读者群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唐五代的藩镇割据、臣下欺上给宋代统治者留下莫大的心理阴影,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通过广建

衙司、多置职官、分割事权的办法来加强中央集权、皇权专制,从而演化出一套叠床架屋式的独特官

制。 因弊创制,这一官制运作初始阶段体现出的主要是正面效果。 然而,后代赵宋子孙只知一味墨

守成规,渐渐滋生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其中之一就是官僚群体过分臃肿。 史载,真宗景德年间

(1004—1007 年)全国官员总计 10000 多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 全国官员为 20000 人,英宗治

平年间(1064—1067 年) 、宣和元年(1119 年) 这一数字分别为 24000、48000 人。 南宋时期,偏安君

臣仍然不改祖宗家法,继续推行权力碎片化。 宋理宗统治时期,竟然出现辖郡仅百余,而为官者竟过

24000 员的局面。① 以上数字为邸报基本读者数量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
扩散型读者群的特点是拥有一定机会直接接触并阅读邸报,但是这种行为没有法律或制度性的

保障。 致仕官员、胥吏、知识分子、官员亲属等皆属此列。 其中,胥吏、知识分子在这一群体中占据数

量优势。
吏胥的数量规模虽然没有确切的整体统计,但可通过局域性数据得窥一斑。 例如,哲宗元祐三

年(1088 年) ,“台、省、寺、监人吏无虑二千四百余人,百司库务又二千三四百人。”高宗时期,“每一

剧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数十人” 。② 全国吏胥不可能全部成为邸报的读者,可仅仅其中的一小

部分,其数量就极为可观。
宋代统治者异常重视发展教育。 仅在北宋时期,朝廷就倾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兴学远动———庆

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建立起一套由中央到地方州县的相对完善的官学系统。 与此同时,私
学也极大地勃兴,出现了大批著名的私学教育者,孙奭、许襄、石介、孙复、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就

是其中翘楚。 他们或者以门徒众多,数量以百千计而著称,或者以吸收学术俊才,延续学派寿命而知

名。 此一时期,还涌现出数百所高级私学机构———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经过朝野并力经营,不仅大都名邑庠序鳞次、学子云集,就连荒村僻乡,亦有私塾蒙学、
琅琅书声。

统治者兴学的目的除了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占据意识形态高地外,也有一个直接的、现实

的利益诉求,就是先通过教育养士进而借助贡举选士。 宋代贡举考试中影响最大者为进士科。 宋初

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优劣定等级,从宋仁宗以后,考试内容改革,兼考策论,策试中包括时务策。 之后,
朝廷考试内容虽屡有变化,但时务策都是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谓时务,就是当时重要的政务。
以培养进士为目的的应试类学校,平时也注意锻炼学生的时务策写作能力。 为了使埋首于儒家经典

的学生能够了解现实政治问题,提高时务策写作水平,公私学校的师生都要设法多接触邸报。 前述

阅读邸报的江湖游士中,就不乏求仕之心者。
另外,关心国运、注意民生,讲究经世致用是宋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因此,那些无心或无力成为

官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有阅读邸报,了解朝廷政治走向的精神动力。
至于宋代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 但是,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侧面说

明一下。 有学者根据宋代解额制度推算,北宋中期以后,全国每届参加解试的考生就在四十二万左

右。[57] 借此推想一下,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一定很大。 当然,全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都有机会阅读

邸报,但由于基数大,仅仅一小部分绝对数额就很高。
再回顾文章起始部分提到的宋代邸报读者范围界定,其中士大夫的出现频率最高。 士大夫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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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吏员数目分别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庚戌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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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不固定的,有时对应的是官员,有时对应的是在野知识分子(文人) ,或两者的统称。 当士大夫和

官员同时出现的时候,对应含义应是在野知识分子;当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并列出现的时候,其含义应

是官员;当士大夫独立出现的时候,还要结合上下文内容,才能明确获知其具体含义。 另外,士大夫

如果指称的是官员,涵盖范围依然很广,现任官、贬责官、致仕官等都包括在内。 因此,结合文中的考

证,对宋代邸报读者应作如下界定：第一,基本读者是在职官员,第二,扩散型读者包括一部分致仕官

员、丢掉了差遣的犯官、胥吏、知识分子、官员亲属等。
宋代邸报的读者群大体上囊括了那个时代在朝和在野的主要政治、文化精英,并且通过前面的

举证可以看出,北宋、南宋大体无显著变化。 这一特征不仅远超过前代(唐五代时期报状的读者群就

是道、直属州长官及他们的幕职、门客、亲朋故旧等) ,而且还为以后的元明清各朝所不及。
元代究竟有无邸报还存在争议,即便有,蒙古贵族对先进中原文化吸收不是很彻底,而且统治时

间短暂,不能也来不及孵化孕育比肩宋代的读者群。
明代邸报读者群,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部分热衷于仕途的知识分子,外加部分弃文从武和热

衷于政治的将领。 三者相加,初步估算达到 20 万左右。[58] 虽然读者的组成人员和数量的庞大性和两

宋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由于宋代重文抑武,本应该武将负责的机构很多改为文臣负责,受此风气浸

染,地位和数量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不占优势的武职人员也有学习文化知识的倾向,其中,不少人具有

读报的资质。 在这一点上,宋朝明显超过明朝。
到了清朝,皇权专制更加严重,官报只能在官僚体系内部流动,甚至有些地区制定专门法令禁止

百姓阅读官报。[3]

宋代读者群的上述特征给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促进了小报的诞生和发展。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并且往往是较低层次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才有更高层次的需

求。 韦尔( Weir)受其启发,认为人类信息需求也具有层级性,当较低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后,才
能激发出较高层次的需求。[59] 由此可以推知,人类对新闻的需求、对新闻提供方式的要求也是遵循

由低到高的规律。 唐代的进奏院报状,只能满足道、直属州长官的阅读需求,待到宋都进奏院成立以

后,基本整个官僚系统的成员都可以享有阅读邸报的权利。 阅读邸报成为宋代官僚习以为常的行为

后,他们势必对邸报的时效性、内容广度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这一切的要求在官报运作模式下无

法实现的时候,官员们就会渴望另一种报刊的诞生。 例如,咸平二年(999 年) ,邸报开始实行定本制

度,导致时效性下降。 熙宁变法时期,朝廷党争迭起、制度更易不断,“四方切欲闻朝廷除改及新行诏

令” 。 由于进奏官们“仰给本州” ,就“冒法”将未经送审定本的“邸报稿”伪装成家书提前发放到地方

官手中。[60] 这种邸报稿虽然出自进奏院且是借用驿递邮发,可是内容未经官方批准,所以可以视为

小报的一种。
对于那些扩散型读者,无论他们过去长期享有阅读邸报的权利或偶然得到阅读邸报机会,曾经

的阅读体验会激发出长期接收新闻信息的欲望。 可是,此一类读者阅读邸报却没有制度或法律保

障。 朝中无“鱼” ,便求诸市。 两宋的市场上皆有买卖“朝报”的现象。①

两种需求主体规模庞大、购买力也强,潜在的市场就形成了。 一旦有了潜在的市场,就会有人在

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这是宋代小报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过来,宋代小报的读者还是以在职

官员、退休官员、在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关心时政者。
之前的研究者立足于邸报与小报的优缺点比较,发现正是邸报在时效性等难以克服的缺点为小

报发展提供了契机。[61] 此种观点非常有见地。 但是,本研究经过对宋代邸报读者群的梳理后,对同

一问题的分析换了一个角度：正是邸报长期发行和广泛传播预先培养了以官员为主体的庞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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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才能使得小报刚刚开始诞生就能够获得稳定的消费人群,从而顺利地站稳生存的脚跟。
宋代邸报读者群的庞大性和精英化,给宋代社会带来的第二个重要影响是在舆论监督领域。
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是政治法律环境、新闻媒体、舆论主体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

最高统治集团怎样对舆论充满敬畏和邸报如何将政治新闻快捷地传布四方,前人已有论述,此处重

点讨论一下舆论主体。
在民主社会中,衡量舆论的力量比较偏重于舆论主体的数量,即舆论的力量与舆论主体的数量

多少成正比关系;在专制社会中,衡量舆论的力量比较偏重于舆论主体的阶层,即舆论的力量与舆论

主体的阶层高低成正比关系。 宋代是典型的专制社会。
另外,当一个社会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前,除了重大、轰动性的或者牵涉人群范围很广的政

治事件发生,多数情况下政治信息只能由精英把持,而不能穿透阶层限制成为共有共享资源。 此现

象好比将少许的油倒入大量的水中,由于二者不具相溶性,常态下,各自分离;偶尔对其施加外力猛

烈搅动,油、水混合成乳浊液,一旦外力消失,慢慢地油、水又会复归分离状态。 宋代就是这种油水共

同体的社会,一般情况下,邸报新闻只在官员、胥吏、乡野文人等之中流传,而不能传达到其他阶层。
邸报读者也就约等于政治新闻舆论主体。

综上所述,衡量宋代舆论主体的力量就是度量宋代士大夫和文人的地位。
虽然宋代是君主专制社会,但是皇帝并非时刻都能一意孤行。 国家政治生活中,士大夫经常发

挥着对皇权的制约作用。 有大臣曾自信地宣称宋朝是“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① 皇帝在遭到

士大夫的反对而未能按照己意处理政务时,也只好无奈地感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62]

宋代实行以文御武的治国方针,不仅入仕的文人政治地位很高,就连身在江湖的在野文人也一

样受到朝廷尊重。 每遇异常天象、重大灾难等危机事件,皇帝都要面向民间下诏求言。 有时候朝廷

还要命令各州县,推举遗落乡间的名士,向其咨以当时急务、询以治国圭臬。
由于在朝士大夫、在野文人的政治地位高且拥有新闻接收机会和言论表达权,围绕邸报发行便

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信息流通模式：朝廷出台政策后,邸报加以刊载;以士大夫、文人为主体

的邸报读者,阅读后通过交往讨论、通信笔谈等形式发酵成为舆论;由某位(某些)士大夫、文人通过

上书、面奏等渠道反馈给朝廷;朝廷根据舆论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再进入下一轮信息循环。
虽然现实中的情形未必完全如此,但它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邸报读者群体的阶层和规模特点是

提高舆论监督效果的重要保障。
宋代台官以公论代表自居弹劾宰执,两制以清议弗平为由拒绝皇命,小臣以物议沸腾为名逼权

臣去职,太学生以敲击登闻鼓、聚众抗议的方式抒发舆情、反对朝廷政策的事情屡屡发生,且多有获

胜记录的事实,就证明了以上结论。

参考文献：
[1]  魏海岩. 中国最早的新闻月刊———进奏院月报. 国际新闻界,2012,2：97- 100.
[2]  林语堂. 中国新闻舆论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
[3]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1;190- 191.
[4]  朱传誉. 宋代新闻史. 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59.
[5]  赵晓兰,李文冰. 晚清报刊与中国古代报纸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10,5：109.
[6]  刘大明. 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3.
[7]  赵尚. 我国古代官方信息传播的伦理性特征研究———以信息传播意义上“保” “报”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武汉：华

中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2016. [ 2018- 08- 09 ] http： / / kns. cnki. net / KCMS / detail / detail. aspx? dbcode =

·811·  2018 年第 5 期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乾元年四月条,胡三省注：“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本文采是说。

ChaoXing



CDFD&dbname = CDFDLAST2017&filename = 1016088444. nh&v = MDA5NDNVUkxLZmIrWm1GQ2puVnI3T1ZGMj
ZHTE93RnRYSXE1RWJQS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M = .

[8]  徐松.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八. 北京：中华书局,1957：2396.
[9]  邓肃. 上李右丞相简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四○一五(一八三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42.
[10] 叶梦得. 石林燕语. 侯忠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74.
[11]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七. 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9：95.
[12] 徐松. 宋会要辑稿：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北京：中华书局,1957：6558.
[13]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长沙：岳麓书社,2008：835.
[14] 魏泰. 东轩笔录：卷四. 北京：中华书局,1983：41.
[15] 脱脱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辛次膺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802.
[16] 魏了翁. 应诏封事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七○五七(三○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15.
[17] 洪适. 奏旱災札子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四七二五(二一三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5.
[18] 李纲. 与秦相公第十二书別幅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三七三五 ( 一七一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156.
[19] 洪迈. 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二兼中书令.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57.
[20]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66.
[21] 何兑. 马殿院逸士状 / /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伊洛渊源录：十二册. 戴扬本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84.
[22] 黃震. 榜放县吏日纳白撰钱申乞省罢添倅厅状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八○三四(三四七册) . 上海：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6：409.
[23] 徐松.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九. 北京：中华书局,1957：6510.
[24]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之八. 李逸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2447.
[25] 胡寅. 辞免起居郎第二状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四一六○(一八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28.
[26] 王明清. 挥麈录.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81- 82.
[27]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上范司谏书(明道二年) 》 . 李逸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973.
[28] 石介. 伹徕先生文集：卷四《嘉州读邸报,见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依旧在台》 . 北京：中华书局,

1984：46.
[29] 陈舜俞. 上韩相书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一五三五(七○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24.
[30] 杨时. 明道先生哀辞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二七○二(一二五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30.
[31] 孙应时. 上象山陆先生书一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六五八七(二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
[32] 岳珂. 桯史第十四卷二将失律. 吴企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167.
[33] 梁天锡. 宋代之祠禄制度. 宋史研究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十一辑. 台北：中华书店,1979：92.
[34] 徐松.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之三六、三七. 北京：中华书局,1957：3595 页.
[35] 王安石. 鲁国大长公主薨慰表,贺升祔礼成表,贺册仁宗英宗徽号礼成表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一三七八,

一三七八,一三七八(六三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11,306,304.
[36] 赵效宣. 宋李天纪先生纲年谱 / / 王云五主编.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19- 39.
[37] 郑刚中. 与程舍人：之一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三九○一(一七八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97.
[38] 佚名. 两朝纲目备要：卷十四. 汝企和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5：265.
[39] 王安石. 王安石集：卷一○.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103.
[40] 刘宰. 回太平王大卿元春札子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六八二八 ( 二九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285.
[41] 刘克庄. 与石壁胡卿書 / /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七五六二(三二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6.
[42] 杨万里. 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一《贺本路俞运使赴召》 . 辛更儒笺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7：4255.
[43] 脱脱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杨万里传》 .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870.
[44] 徐松.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九. 北京：中华书局,1957：6510.
[45] 张咏. 张乖崖集：卷十二. 张其凡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0：132.

·911·魏海岩 等：宋代邸报读者特点及其影响

ChaoXing



[46] 郑刚中. 与潘义荣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三八九八(一七八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34.
[47] 周密. 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249.
[48] 陈文蔚. 通晦庵先生书问大学诚意章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六六○三(二九○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310.
[49] 文天祥. 与庐陵陈知县尧举 / /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八三○四(三五八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09.
[50] 苏轼. 与千之侄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一九二一(八八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49.
[51] 楼钥. 华亭县南四乡记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卷五九七一(二六五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3.
[52]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七二. 长沙：岳麓书社,2008：394.
[53] 苏轼. 与王元直一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一九○三(五五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1.
[54] 李欣,王兆鹏. 程俱年谱(下) . 中国韵文学刊. 2006,3：85.
[55] 程俱. 论徐廌御贼赏札子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三三三二(一五五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97.
[56] 孙觌. 上皇帝书二 /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卷三四二四(一五八册)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56,457.
[57] 何忠礼. 科举与宋代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7.
[58] 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137- 139.
[59]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85.
[6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 北京：中华书局,1992：5544.
[61] 李四明. “邸报制度”与宋代新闻管制. 新闻爱好者,2009(下) ,8：69.
[62] 高文虎. 蓼花洲闲录：第一版. 北京：中华书局,1985：5.

The Characteristic and Impact of Dibao Readers in Song Dynasty

Wei Haiyan( Hebei University)
Xu Yiming,Yun Haotong(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Song Dynasty,reader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basic readers and diffuse readers.
The basic readers have fixed divisions and specific assignments,and have the legal right to receive and read,
including the incumbent official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Lus,states,counties,and
towns. Diversified readers get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and report by means of work or relying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ncluding some retired officials, relatives of officials,Xuli,and intellectuals out of power. Of-
fenders who have not been deprived of sentiment belong to the basic readers,and those who have been de-
prived of sentiment are classified as diversified readers. The number of reade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rela-
tively large,covering the maj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lites of the time. In this respect,the Song Dynasty not on-
l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o catch up with,but also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Yuan,
Ming and Qing to compete with it. The huge number of reader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tability of con-
sumption power have becom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Xiaobao,and their class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the guarantee facto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Key Words：Song Dynasty;Dibao;basic readers;diffused readers;Xiaobao tabl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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